交换的好处
设想世界上有两个人――养猪人和种蔬菜的农民，他们都既爱吃猪肉又爱吃蔬菜。如果养猪人只会生产猪肉，而农民只会种蔬菜，那么交换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交换使得他们都既有猪肉吃又有蔬菜吃。

可是，如果养猪人也会种蔬菜，但不擅长蔬菜；而种蔬菜的农民会养猪但并生产猪肉，但不擅长养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自给自足呢？还是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通过交换来获益？显然是后者，即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通过交换来提高双方的福利水平。

再假如养猪人在养牛和种蔬菜上都比农民要擅长，那么养猪人和农民是保持自给自足呢？还是仍然可以通过交换来提高他们各自的福利水平？回答仍然是通过交换来提高他们各自的福利水平。

如果养猪人和农民每人每周工作40小时，农民生产1公斤蔬菜需用10小时，生产1公斤猪肉需用20小时；养猪人在这两种产品生产上的效率都比较高，生产1公斤蔬菜只用8小时，生产1公斤猪肉只用1小时。

在没有交换时，农民用20小时生产2公斤蔬菜，用其余的20小时生产1公斤猪肉，因此，他每周最多能消费的蔬菜和猪肉的数量分别是2公斤和1公斤。而养猪人用20小时生产20公斤猪肉，用其余的20小时生产2.5公斤蔬菜，因此，他每周最多能消费的猪肉和蔬菜的数量分别是20公斤和2.5公斤。

如果养猪人和农民协商，现在农民把每周的40小时全部用于生产蔬菜，共生产4公斤蔬菜；而养猪人每周用24小时养猪，生产24公斤猪肉，同时用其余的16小时生产2公斤蔬菜。然后，农民用其生产的4公斤蔬菜中的1公斤去和养猪人交换，并换回3公斤猪肉。那么，现在农民每周能消费的蔬菜和猪肉的数量分别提高到3公斤和3公斤；而养猪人每周能消费的蔬菜和猪肉的数量分别提高到3公斤和21公斤。显然，协商生产和交换后，他们的福利水平都提高了。

那么，为什么养猪人在养牛和种蔬菜上都比农民要擅长，他们之间仍然可以通过适度的专业化生产和交换来提高各自的福利呢？原因在于，虽然养猪人在养牛和种蔬菜上都比农民要擅长，但养猪人只在猪肉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蔬菜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农民在猪肉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却在蔬菜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所谓比较优势是指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较低。

对于养猪人来说，生产1公斤蔬菜用8小时，生产1公斤猪肉用1小时，因此，生产1公斤蔬菜的机会成本是8公斤猪肉，相反，生产1公斤猪肉的机会成本是1/8公斤蔬菜；对于农民来说，生产1公斤蔬菜用10小时，生产1公斤猪肉用20小时，因此，生产1　公斤蔬菜的机会成本是1/2公斤猪肉，相反，生产1公斤猪肉的机会成本是2公斤蔬菜。很容易知道，养猪人生产猪肉的机会成本比农民低，因而在猪肉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农民生产蔬菜的机会成本比养猪人低，因而在蔬菜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只要两个人在两种产品生产上具有不同的机会成本，从而各自在某种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他们就可以专门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活动并通过交换相互获利。

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改革：南京液化气公司案
2000年南京市市政公用局下属的南京液化气公司与香港中国百江投资公司合资成立了南京百江液化气公司，香港中国百江公司占合资公司55%的股权。合资前，南京液化气公司在南京市主城区液化气供应市场占有率接近50%，其用户大多为计划内用户，即用气价格要比普通市场用户的价格低。由于价格较低，加之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南京液化气公司每年亏损额达3000-4000万元。面对巨大的财政补贴压力，政府急于通过引资引智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并减轻财政负担，于是合资公司成立了。但在合资公司成立后，合资公司在液化气供应价格、服务等方面与社会及政府之间时有摩擦，总的体现为合资公司想提高价格，但政府要求其以较低的价格较好的服务充足地供应。以致2002年元旦前后，在南京城区发生了液化气供应濒临中断的情况，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合资前南京液化气公司亏损的根源是什么？合资后为什么会发生合资公司与社会及政府间的种种摩擦？如何解决这一摩擦？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这些问题。

首先，合资前南京液化气公司属于南京市市政公用局，其管制体制为政企合一的管制体制，企业由政府建，领导由政府派，资金由政府拨，价格由政府定，盈亏由政府负，这样，企业在经营上不存在任何风险，因此，往往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低下，机构庞杂。并且液化气属于生活必需品，从公益目标出发，政府要求其制定低价，甚至低于成本，从而导致亏损。
其次，合资后公司成为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为减少亏损，争取盈利，企业就会想办法提高价格。而提价会使消费者福利减少，政府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就会要求企业仍然维持低价，从而公司与社会及政府之间的矛盾自然就会产生。
最后，鉴于液化气商品的必需性，政府在实行液化气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没有建立相应的政府管制，如价格管制制度等。如果能够运用价格管制理论，同时通过价格听证会，既考虑企业是一个利润最大化的主体，从而考虑其成本和收益，又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制定合理的管制价格，那么既能激励企业提高效率，又不致于企业通过提价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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